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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事物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矛盾观为探讨复杂矛盾提供了方法论。
“双减”是促进教育公平、营造良好教育生态的重要政策，“双减”政策执行中存在着七对辩证矛

盾，通过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政策顶层设计，营造全面发展教育生态；形成学

校改进的中国范式，全面提升学校教育质量；大力完善教育评价体系，加强智慧教育督导；促进校

外培训机构转型发展，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等解决对策，以实现“双减”政策的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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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

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

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

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

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1] 黑格尔认为：

“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2] 有一

种客观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的矛盾，而且

是一种实际的力量[3]。百年大计、教育为先。

2021年 7月 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

“双减”政策），旨在降低学生作业负担、培

训负担，促进教育公平，营造良好的教育生

态。在“双减”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政

府、学校、教师、家长、学生、培训机构等多

元主体，多元主体间由于价值偏好产生一系列

矛盾，这些矛盾是符合辩证法的普遍矛盾，其

特点在于矛盾双方相互包含和渗透，同时能够

相互转化[4]。 
辩证矛盾客观存在于“双减”政策执行过

程中，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政策执行，导致“双

减”政策的执行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本研究旨

在通过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方法论识别

“双减”政策执行背后的辩证矛盾关系、厘清

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揭示教育本质和规律，

为“双减”政策的有效执行提出解决策略。 

一、“双减”政策执行矛盾分析模型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明确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紧紧围绕这个

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和发展

人类文明新形态。”[5] 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

源在于社会的生产关系没有适应生产力的快速

变革[6]。马克思主义矛盾观从唯物主义辩证法

的视角阐释了矛盾的同一性，以马克思主义矛

盾观来分析社会矛盾，利用矛盾分析法来科学

解答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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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减”政策执行的矛盾分析法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的矛盾

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

根本的法则。”[7]322 矛盾分析法是通过分析事

物的矛盾本性，掌握事物的特殊本质及发展规

律，以便有效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事物的方法。

矛盾分析方法论把事物视为一个矛盾的统一

体，从内因和外因的辩证统一来分析事物的矛

盾，从其内在对立面的相互排斥、相互离异、

相互限制和相互否定中，把握它们的相互依

存、相互渗透、相互联结和相互贯通的统一的

性质[8]。矛盾分析法的实质是从统一中把握对

立、从对立中把握统一。“双减”政策执行过

程会触及若干相关者的利益，会产生矛盾，这

些矛盾并非决然“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

渗透，相互转化的。 
从矛盾性质来看，“双减”政策执行中矛盾

可分为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处理好两者关系

是“双减”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从矛盾转化

上看，“双减”政策执行中矛盾不是一成不变

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间是可以相互转化

的。当矛盾的主要和次要方面相互转化，事物

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7]322。 
（二）“双减”政策执行的矛盾分析模型 
当前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对多

样、优质的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不均衡的矛

盾。这个矛盾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是我

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教育事业发

展的动力来源，是一系列辩证矛盾。要正视矛

盾存在的必然性，正视多元矛盾主体的存在，

纠偏利益关系失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把互赢互利作为解决教育矛盾的一种普

遍形式[9]，全面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以此来解

决教育矛盾。 
为了识别“双减”政策执行中的矛盾，笔

者建构了矛盾分析模型，主要包括经济发展、

资源配置、体制机制 3 个影响因素，学校、家
长、学生、校外培训机构以及教育行政部门五

个主体及其行为，并根据“双减”政策执行实

践，构建以下 3个政策执行的质量方程。 

（1）综合素质水平= α∗德育+ b∗智育+ c∗
体育+ d∗美育+e∗劳动                                              

（2）基础教育质量= α∗学校教育+ β∗家
庭教育+ γ∗社会机构辅助（教育培训机构+其他
社会组织）                                                               

（3）学习质量=（学校时间+课外时间）∗
学习态度∗学习能力                                             

在式（1）中，综合素质水平高低由五育的
参数比例决定；在式（2）中，基础教育质量高
低由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机构辅助教育

的参数比例共同决定；在式（3）中，学习质量
是由学习时间、学习态度、学习能力三个参数

共同决定。这些参数因主体的价值观、态度、

行为的变化发生变化，参数变化对方程结果产

生影响。在政策执行中，当一个参数的优化导

致另一个参数恶化，就会产生矛盾，依据当前

“双减”政策执行的分析模型，发现存在以下矛

盾：由于教育资源有限导致人民对优质教育的

期待与自身经济条件之间的矛盾；由于家长的

不确定性焦虑导致作业减少与有限资源配置之

间的矛盾；由于应试体制改革缓慢导致国家素

质教育改革方向与现有招生体制之间的矛盾；

由于学生评价改革落后导致学生全面发展与单

一评价体制之间的矛盾；由于人民群众利益保

障不足导致素质教育改革生态与教育培训机构

牟利之间的矛盾；由于学习效率低下导致教育

培训的超前教育与学校素质教育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冲突对“双减”政策执行效能产生重

要影响，必须辩证分析并解决复杂系统内部的

矛盾关系，以此提高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二、“双减”政策执行的现实矛盾 

近些年，“双减”政策在减轻学生负担、规

范校外培训等方面均起到了正面引导作用，但

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等主体间各种

矛盾依然存在，为了明确“双减”政策执行中

的矛盾，L 省人大理论与实践智库专家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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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 市对 HP 区（教育资源优质区）内 200 名
家长开展线下问卷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双

减”政策执行存在以下现实问题： 
（一）“双减”未真正减轻学生学习压力 
调查中，90%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学习方面
仍有压力，68%的家长认为孩子需要通过更多
的课后作业来提高学习成绩，作业管理水平没

有得到提升。对于“‘双减’政策执行后，家长

是否担心学生跟不上学习进度”这一问题，

47.7%的家长表示担心，18.5%的家长表示非常
担心，20%的家长表示一般担心，仅有 13.8%
的家长表示不担心。可见“双减”政策虽减少

了学生作业压力，却增加了家长对“学习时间

少=学习效果差”的担忧。 
（二）家长焦虑与负担尚未深度缓解 
调查中，家长对“双减”政策认知度为

57.2%，处在相对较低水平；“双减”政策效用
感知度为 54.9%。家长教育焦虑水平为
56.2%，其中教育变革焦虑水平为 59.5%，教育
获得焦虑水平为 62.5%，教育参与焦虑水平为
53.8%[10]。81.4%的家长认可校外培训机构一定
程度上可以减少家长教育获得感的焦虑。学校

课后服务体系不健全，可提供的资源比较有

限，尤其是农村地区，无法为学生提供多样、

丰富的个性化课程等，这些也造成了家长在教

育选择上的焦虑[11]。 
（三）课后的学习服务不足以满足学生个性

化需求 
调查中，97%的家长对课后开展美育、体
育等个性化教育的观念表示认可，但家长们普

遍认为学校硬件设施、资源条件等因素导致课

后服务质量不高，22.8%的家长认为课后服务内
容单一，9.3%的家长认为课后服务不能满足学
生需求，15.7%的家长认为课后服务效果不好。
课后服务质量难以满足家长的期望和学生的个

性化需求。 
（四）“双减”政策增加教师工作负担 
调查中，71%的教师认为“双减”政策增
加了自己的工作时间，不利于身体健康；

43.89%的教师认为“双减”政策影响了自己的

正常生活；15.45%的教师认为“双减”政策影
响了自己的学业进步和职业发展；39.01%的教
师认为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 
（五）校外培训转变形态继续存在  
调查中，接近 70%的监护人认为个人辅导
孩子学习比较吃力，愿意接受校外培训；72.3%
的家长认为教育培训可以减少家长心理负担和

焦虑。总体上，大部分家长对于课外辅导存在

心理依赖，大班额和超大班额为主的学校教育

难以照顾到所有学生，部分学习困难的学生需

要通过课外辅导获得补充教育。 
（六）家庭教育、家校社协同育人不足  
调查中，家长对孩子学习的关注度比较

高，但他们认为自己常常缺少足够的家庭教育

时间，且在家庭教育过程中更多关注作业辅

导。50%的家长给孩子的辅导时间在 1 小时以
内，仅有 13%的家长辅导作业超过 2 个小时。
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不健全，很多社区没有开

设过家庭教育培训，51%的家长没有带孩子去
过博物馆、科技馆等公益学习场所。 
当前“作业负担和培训负担”是“双减”

政策执行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但随着这两种负

担的逐步减轻，主要矛盾进一步转化成为资源

配置与需求多样化的矛盾，素质教育要求与时

间合理分配等新矛盾。学校需要辩证分析“双

减”政策执行的现实矛盾，提出解决策略。 

三、“双减”政策执行矛盾的辩证
分析 

德博拉·斯通（Deborah Stone）在政策悖
论中指出：“可以分别从产生问题的原因，不同

人群的观点或利益来界定政策问题，每种政策

工具都会出现持续的矛盾冲突，这会直接影响

相关利益者对政策的认同度，影响政策执行的

成效。”[12] 下面我们将从“双减”政策执行中

的几种矛盾进行辩证分析。 
（一）政府的教育公平目标与资源分配有

限性的矛盾 
“双减”政策的内涵是促进学校教育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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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效，规范校外教育机构健康发展；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社会良性发展，培育学生正确的价

值观[13]。其目标是实现教育公平，打造良好的

教育生态。随着社会发展，人民群众不再满足

于有所学，而是希望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14]。 
教育资源是有限的，人们必须不断采取各

种办法努力争夺优质教育资源。从义务教育阶

段“学区热”“择校热”到高等教育阶段的

“名校热”“一流学科热”，这些皆是人们对

优质教育资源追逐的结果。在教育资源有限、

就业机会不均、城乡差异巨大的情况下，人们

会持续争夺教育资源，进一步扩大教育不公

平。 
（二）政府层面“减负”与社会层面“增

负”的矛盾 
“双减”政策在减少负担和学习压力后，

增加了“闲暇时间”。这些“闲暇时间”没有

“增加一些有意义的内容进行填补”，这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层面的负担。在减少学生

作业时间、校外培训时间的同时，未增加学生

在校学习美术、体育、劳动等时间，社会公众

就需要自行增加非学科培训，结果又演变成

“非学科”的内卷。在减少校外培训的同时，

不能为学习困难和有补习需要的学生提供额外

的帮助，会导致他们去接受一些“异形”学科

培训，在限制校外培训机构的情况下，反而增

加学生的培训负担和家庭教育支出。 
（三）政府的“专业”理性与家长的“道

德”感性的矛盾 
“双减”政策是政府部门以“立德树人”为

根本任务，经过全国范围内调查、专业研究制

定的政策。这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某一群体

的政策，而是面对千千万万家庭的政策，具有

较强“专业”理性。 
然而对于家长来说，教育是“光耀门楣”

“阶层跃升”，是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大事。

“双减”政策执行背后压抑着家长本能的、伦

理的和情绪的教育立场。家长基于本能保全的

立场进行参与，涉及个体、家庭生存与永恒性

存续的本体焦虑[15]。由于“双减”政策以及家

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全社会家长形成了具有

普遍性和共同性的焦虑，既有对子女学业成绩

以及未来前途不确定性的焦虑，又有因对教育

投入而产生的经济、安全以及自我成长的焦

虑。因教育政策走向、学生未来的不确定导致

了家长对教育政策改革产生担忧情绪。“双

减”一定程度地减少了接送孩子、解决晚餐等

形式上的负担，但并未从根本上减轻家长对学

生未来学业成就不确定性的焦虑。 
（四）肯定学校教育的“主导性”与否定

课外培训机构“补充性”的矛盾 
校外培训机构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

需要的产物，符合市场需求，是对学校发挥教

育主阵地的有益补充，不能也不应该被彻底清

除。一方面学校教育资源有限，不能满足所有

家长和学生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一些学生和家

长需要接受校外培训机构的“补充教育”；另

一方面，家长由于工作时间、经济水平等条件

限制，难以有充足的时间给予子女教育陪伴，

客观上需要通过校外培训机构的“补充教育”

来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 
（五）素质教育的“综合性”与理性“有

限性”之间的矛盾 
素质教育是德智体美劳五育结合的教育，

“双减”是对素质教育的政策回应。素质教育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需要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

科普、艺术、劳动、阅读、体育等课外服务活

动。然而素质教育的综合性与理性的“有限

性”产生的矛盾主要体现在： 
一是学生的时间精力有限，难以在有限的

时间内掌握大量的知识技能，因而需要通过

“定点”强化来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二是人

是有限认知的，人的局限性认识造成事物的表

象对立，使人们在教育生活中失去看待问题的

自然理性[16]，由于家长们知识水平的限制，导

致他们难以做出理性决策。家长们需要获取更

多的信息或者知识来提高自己理性决策的程

度，于是在对子女未来抱有不确定的情况下，

尝试通过大量培训来提高下一代在充满不确定

性未来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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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知识技能多样性需求与学习的社会

性之间的矛盾 
国家和社会需要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对于知识技能多样性的需求也越发强烈。但学

生学习知识、掌握技能的过程是复杂的，人本

主义心理学认为应当更关注人的高级心理活

动，比如尊严、价值、创造力和自我实现等，

注重启发学习者的经验和创造潜能，引导其肯

定自我，从自我的角度来感知和理解世界。学

校常常强调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知识技能，强调

加强学生对信息的认知加工，但往往忽视学生

主体的创造性，以及情境认知对学生学习的重

要意义。学习是文化参与的过程，学习者通过

参与某个共同体实践活动来建构有关知识，不

仅需要信息加工，还需要学习者之间的合作互

动[17]。“双减”政策的推行，的确提高了学校

主战场的作用，但又将学生的学习局限到了学

校的空间之内，强调了知识技能的信息加工，

却忽视了学生学习的社会性，忽略了为培养学

生合作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供条件。 
（七）“双减”执行效果与执行效益的矛盾 
在“双减”政策执行中，减少作业和培训

负担，分别在时间、经济、社会层面产生了效

率与效益之间的矛盾。 
一是作业减少与作业质量提升的矛盾。作

业减少应是减少“应试”型的作业，而不是不

留作业。如果不留作业，学生就不能够及时复

习巩固知识，这势必影响学生的知识掌握程

度。简单地陈列作业清单，增加综合课程、信

息课程、音乐美术课程的作业题目并不能提升

作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是学生在校时间变长会增加教师的负

担，增加教师在校工作时间，减少参与培训学

习、开展教研的时间。在教师评价标准不变的

情况下，这势必增加教师负担。正因如此，一

些地区在“双减”政策执行后，部分教师存在

温和、不易察觉的“软抵抗”[18]。 
三是教育政策存在较强的主观性，会跟随

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需求的变化发生变化，不

合时宜的教育政策将会终结。教育政策的主观

性和可终结性会加剧家长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导致家长执行“双减”政策的积极性不强。 

四、“双减”政策执行矛盾的解决
策略 

（一）优化政策顶层设计，营造全面发展

教育生态 
在教育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现实矛盾因其

先天性而无可避免，环境的先天不足，价值的

认同感剥离、资源的无序争夺必然导致矛盾的

产生与恶化。我国坚持人民至上，把教育作为

重要民生，需要采取合理措施解决矛盾。 
一是政府要优化顶层设计。“未来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是使人人享受高质量和公平的教

育，重点关注教育公平和人文关怀，确保所有

男女童完成免费、公平和优质的中小学教育，

并取得相关和有效的学习成果。”[19] 我国各级

政府应坚持教育公平原则，优化顶层设计，强

调教育的优先发展地位，加强教育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作用，完善法律法规以形成良好教育生态。各

级政府应明确教育改革理念，结合各地区的实

际情况，出台集团化办学、改革试点、监督评

估等一系列相关政策，对“双减”政策予以补

充，建立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链条，形成合

力，彻底解决导致矛盾产生的根本问题。 
二是科学设计中高考招生制度，解决源头

问题。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

度，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

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通过高考招生

制度改革，彻底改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

“为高考而教学，为高考而学习”的应试教育

生态，积极把基础教育引导到有意义的学习、

探究和实践中，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

教育生态，使学生全方位接触基础性教学，以

得到更充分的个性化发展[20]。 
三是营造家长认可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生

态。政府应当在打造良好教育生态、培养全面

发展的创新型人才上起重要引导作用。全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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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众应树立全面发展的理念，正确认识人的

全面发展对青少年的人生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价

值，树立正确的人才培养观念。 
（二）构建学校改进的中国范式，全面提

升学校教育质量 
“双减”政策要求学校更好地发挥教育主

战场的作用，这也对提升学校教育质量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学校改进是

学校教育质量提升的必由之路，迄今为止，国

外发达国家已经开展了许多教育改革和学校改

进运动。如美国的综合学校改进示范计划

（Comprehensive School Reform Demonstration 
Program）、为了所有学生成功（Success for 
All，SFA）[21]、英国“改进所有学校的教育质

量”（ Improvement Quality of Education for 
All，下文简称 IQEA）[22]。国外的学校改进理

论与实践经验表明学校改进要阐明教育改革理

念，从零散的改革转向综合的学校改进范式，

开展大量的学校改进实践。以促进学生成长为

根本目的，研究与实践高度互动，以项目方式

推进和管理，走政府、大学、学校和社会多方

合作的道路。 
与国外的学校改进相比，我国学校改进面

临着成本相对高、成效相对小、成功相对难的

问题[23]，尚未形成一种可以普遍推广和实践的

综合学校改进模式。学校亟须建构具有本土特

色的学校改进综合范式，根除现有学校的弊

端，通过精简教材、优化课程结构、增加优质

教育教学资源等来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学校亟

须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原则的综合

学校改进范式，通过课程教学、管理服务、学

校文化、学校制度的一系列改进切实提高学校

的教育质量。通过广泛开展学校改进，提高薄

弱学校教育质量，缩小学校间差距，促进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动新优质学校成长，激

发办学活力，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三）大力完善教育评价体系，加强智慧

教育督导 
教育评价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是“双减”政

策执行的关键，其中招生考试模式和教育评价

标准十分关键。在高中招生改革方面，积极完

善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

评价的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模式，完善了考

试方式和成绩呈现方式。在教育评价标准方

面，通过何种形式和采用何种参数标准将德

育、美育、体育、劳动教育纳入评价指标，是

教育评价改革的关键。学校应设计好科学合理

的教育评价指标，将过程评价、增值评价纳入

教育评价体系全过程，克服以“分数”为标准

的单一评价的局限性，提高评价科学性。根据

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学校设计符合素质教育

导向的教育评价指标，指导教师依据指标，布

置分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合理控制作业结

构，健全作业管理机制，创新教育教学模式。 
在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同时，学校要强化教

育督导在教育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以教育督导

推动国家各级教育评价改革实施，推动教育事

业持续健康发展。当前我国教育督导存在着制

度不清、角色定位不明、主体单一、多元主体

参与不够、良性互动关系缺乏、合作机制不健

全等问题[24]。学校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来提高

教育督导效能。比如法国将评估标准与实践知

识相结合，探讨了学校教育评估路径，强化对

地区教育实践的了解，开发学校评估和自我评

估、学科评估、课程评估、对教师培训效果的

几个评估领域，通过对一线教学实践的观察及

与相关机构和当地行动者的交流，增强班级与

教师之间的联系[25]。荷兰教育督导实施“基于

风险控制的教育督导”，着重对存在质量风险

的薄弱学校加强督导，促进教育质量薄弱和教

育结果不理想的学校迅速改进，在政府宏观管

理与学校自主管理间达成质量责任新平衡[26]。

英国教育督导体现为“三个促进”与两个“注

重”，教育督导通过智慧的、负责任的、有针

对性的督导和监管，成为一种改进的力量。英

国教育督导强化对学生的保护，始终站在帮

助、保护学生、保证学生安全的角度来开展督

导。促进教育公平，确保所有学习者都能获得

高质量的教育[27]。 
此外，学校还应大力推进智慧型教育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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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秉承维护教育公平的原则，确保所有学生

都获得高质量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和终

身学习能力，注重开展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结合

的智慧型督导。学校要强调教育督导的责任，

切实落实《教育督导问责办法》规定的督导问

责情形、问责方式、问责程序、问责实施[28]，

真正使督导做出效果，担起责任。在信息化时

代，还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重要作用，转变

传统的督导方式，通过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广泛

收集数据信息，加快信息沟通与反馈，提高督

导效能。 
（四）促进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发展，完善

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 
校外培训机构在国外称为“影子教育”

（Shadow Education），以效仿主流教育为依附
点，跟随着主流教育的发展而发展，并随着主

流教育课程的改变而改变。校外培训机构是对

学校教育的有力补充。其存在符合社会需求，

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在学校教育中，体育、艺

术、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教学存在一定程度被

弱化和被边缘化的问题，培训机构能够很好地

补充学校教育不足，满足部分学生差异化的教

育选择，满足社会公众的多样化需求，还能对

家庭教育的缺失起到补充作用。 
“双减”政策不能也不应该彻底“消灭”

校外培训机构，更不应将校外培训机构的职能

完全移交给学校。政策释放的压力会导致校外

培训机构运营成本增加，这些增加的成本会以

其他形式转移给社会，给人民群众带来经济压

力，也会进一步加大教育不公平。因而应从根

本上“改造”教育培训机构，而不是彻底“清

除”它们，加快推动教育培训机构的转型发

展。 
1. “价值”转型 
校外培训机构由于资本的无序扩张而产生

了以盈利为目的“唯利教育”[29]，偏离教育初

心，需要进行“价值”转型。“校外教育培训机

构思维转型非常重要，不能以逐利的心态做教

育。校外培训机构坚持公益心态，立足于给受

教育者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与学校教育形成

良性互动，从而构建健康的教育生态。”[30] 校

外培训机构要树立“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

回归和坚守教育的公益属性，将育人作为自己

的事业，而不是“赚大钱”的生意。严格遵守

教育的初心，不将教育与资本捆绑，不进行资

本运作[31]。校外培训机构还应加强内涵建设，

遵循教育规律，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样化、满意

的教育。 
2. “关系”转型 
哈贝马斯提出了“沟通理性”的概念，通

过理性沟通，批判和反思被社会系统扭曲的现

实，在相互尊重、彼此了解的基础上，追求真

理共识，形成共同意志，才能很好驾驭行政设

计和技术设计的发展[32]。政府要理顺学校教育

与校外培训机构的关系，明确二者是共赢合作

关系，而非对抗关系。教育培训机构应将参与

治理与自治的权力掌握在手，在维护社会公共

利益，提供优质教育服务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33]。因此，管理者应该加强培训机构与

政府、学校之间的信息沟通，兼顾合作的多元

化发展，加强不同主体的理性沟通。政府应将

第三方机构补充到教育培训机构的监督管理队

伍中，如教育培训行业协会、教育质量评估机

构等第三方机构，制定“游戏规则”，使行业

协会与政府政策理念一致，形成合力，提高校

外培训机构治理水平，共同营造良好教育生

态。 
3. “功能”转型 
要充分发挥校外培训机构的补充作用，促

进校外培训机构与学校教育的协同发展，引导

教育培训机构提供方式更灵活、内容更多元的

培训内容[34]。管理者可以学习借鉴日本“学习

塾”转型发展的经验，大力促进“学习塾”与

学校教育协同发展，促进政府、学校与“学习

塾”深度合作，共同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为学

生提供与学校教育不同的多样化学习与体验机

会，推进体验学习、劳动学习等多样化学习内

容，为学生提供心理辅导、户外体验、志愿者

活动，通过公费支援等活动助推区域社会振兴

与发展[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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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转型 
应加快建立“政府—学校—家庭—教育培

训机构”共同体，发挥全社会作用，完善家校

社协同育人机制 [36]，打造高质量的教育新生

态。国家要推动校外培训机构的结构转型：在

内容上，为学生拓展学习空间，开展丰富多彩

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等活动；在资源共

享上，拓宽课后服务渠道，充发挥好少年宫等

社会资源作用；在平台建设上，要创新协同方

式，推进社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家长学校等

协同育人共同体建设；在信息沟通上，要利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提高偏远地区、落后地区教育质量。 

五、结语 

“双减”政策是一项立意深远的教育政策，

我们应辩证分析客观存在的矛盾，理解矛盾对

立统一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矛盾，提高“双

减”政策执行效能，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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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Dialectic Contradiction and Solution Strateg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CHU Xuan, YU Ting  

 (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 

Abstract: Ubiquitous contradictions are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ngs. This article used the Marxist 
methodology for decomposing complex contradictions to identify the seven hidden contradictions in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reduction policy a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promote educational equity and create a 
good educational ecosystem.  It thus recommended the strategies on the dialectical analysis and resolution of these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s such as optimizing the top-level design of policies to create a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educational ecosystem, forming a Chinese paradigm for school establishment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mproving  vigorously the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smart educatio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ff-campus training bodies, and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educational coordination of  famili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Key words: Marxist view of contradicti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reduction policy; dialectic contra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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